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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理论下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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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的顺应理论为从语用学的角度研究翻译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翻译策略
和方法的选择应该分别实现对宏观交际语境和微观语言语境的动态顺应。归化和异化是实现动

态顺应的翻译策略，直译和意译则是翻译方法。《红楼梦》的杨宪益译本为顺应论视角下翻译策

略和方法的成功选择提供了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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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翻译的策略和方法历来是翻译研究的重点内

容之一，但是翻译本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

不算太长，理论发展也还没有达到非常完善成熟

的地步。在很多情况下，若仅就翻译而谈翻译，把

翻译研究局限在其自身领域内，其深度和广度就

无法突破樊篱，难以取得较大发展，因此，本文借

鉴语用学的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把 Ｖｅｒｓ
ｃｈｕｅｒｅｎ的顺应理论引入翻译实践，从顺应的角度
探讨总体翻译策略的选择和具体翻译方法的取

舍，并以《红楼梦》的杨宪益英文译本为研究范

例，对杨译本翻译策略和方法的成功选择作出顺

应性解释，以期对翻译工作者的研究和实践以及

翻译教学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顺应理论及其对

国内翻译研究的影响

　 　 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于 １９９９ 年提出了语用学综观论
和语言顺应论，具体分析了语言顺应性研究的四

个角度：实现顺应性的语境关联（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实现顺应性的结构客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顺应性的动
态实现（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和顺应过程
的意识突显（ｔｈｅ ｓａｌ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
ｓｅｓ）。这四个方面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以动态
顺应为核心，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语言的动态使用

和选择。

顺应理论的提出，对国内的翻译研究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许多学者开始把它和翻译结合起来，

做了大量的拓展性研究。陈喜华主张在翻译过程

中应从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两个方面来进行顺应

翻译［２］。戈玲玲提出“目的语的重构是译者对原

语的语境、语言结构之间作出动态的顺应过

程”［３］。宋志平则直观地指出“翻译是连续选择

的过程”，不管是译本还是文化立场的选定，抑或

是文本意义、信息加工的取舍，都是译者进行积极

选择的过程［４］。王建国认为归化、异化、直译和

意译都只是具体的翻译方法，并且他以语用顺应

论为基础提出了新的翻译策略———动态顺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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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理论层面的研究外，还有一些学者

把顺应理论融入不同体裁的翻译实践中去，力图

为具体的翻译实践找出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另

有学者利用具体的文本如《围城》来进行文化顺

应性翻译研究。《红楼梦》也是研究热点之一。

总体来说，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进

行了颇有意义的顺应性研究和阐释，以证明顺应

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然而，同时从宏观和

微观层面探讨顺应论下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的研究

并不多。把归化、异化和直译、意译等同于具体翻

译方法的观点笔者持有异议，而把动态顺应作为

新的翻译策略似乎也比较宽泛，在翻译实践中指

导意义不大。笔者认为，动态顺应是选择具体翻

译方法的要求和目的，此外，从现有的《红楼梦》

顺应性研究看来，学者们关注的都是微观层面上

的细节问题，如社交指示语、语境或个别人物语言

等，目前尚无对杨宪益英译本宏观翻译策略和微

观翻译方法进行顺应性阐释的研究。本文在上述

研究的基础上，以《红楼梦》杨宪益英译本为例，

具体探讨翻译实践中译者在决定总体翻译策略和

具体翻译方法时所进行的选择和顺应。

三、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与顺应

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 认为语言使用是连续选择的过
程，宋志平据此认为 “同一切言语交际活动一样，

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连续选择的过程”［４］。在笔

者看来，这种连续选择的过程，首先是在交际语境

下基于译者文化立场的、宏观性的、具有全局指导

意义的翻译策略的选择；然后它是在语言语境下

发挥主体的顺应意识并针对结构客体特征动态选

择合适的翻译方法，用以处理翻译过程中遇到的

具体的字、词、句等微观语言单位。

王建国认为直译、意译、归化和异化“处于同

一层次，都是翻译方法”［５］。这种提法在笔者看

来有待商榷。在顺应理论的视角下，所谓翻译策

略应该是在正确理解原文基础上预先思考怎样应

对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如“处在意义和

形式得失漩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

利的得失问题”［６］，从而制订相应的方案。这种

方案应该能多层次、多角度地顺应交际语境的三

个方面：社交世界、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它是纵

观整个翻译过程的全局、具有前瞻性和实践指导

意义的总体方针。事实上，归化和异化正是站在

策略的高度，不是仅仅针对某一具体语言单位的

取舍和变异，而是从宏观的角度，以纵观全局的大

语境视角来考虑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

根据 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的顺应论，任何言语行为都
是在顺应和选择的动态过程中完成的。那么，翻

译作为跨文化再现源语信息的言语行为，自然也

是在顺应和选择的过程中完成的。这种选择不仅

是某个单词、某个短语或句子的微观语码的选择，

而且是站在纵观全局的高度，首先选择译者的文

化立场。正如鲁迅所说：“动笔之前，就得先解决

一个问题：竭力使他归化，还是尽量保留洋气

呢？”［７］而翻译方法，便是在宏观翻译策略的指导

下，基于某一语言单位的处理步骤和手法，是具体

而微观的。它是某个语篇中以字、词、句、句群甚

至段落为单位的小语境下的语言顺应和选择。翻

译方法不是机械或一成不变的，而应该是动态的

顺应和选择。具体到微观的语言语境中，翻译方

法的选择主要有两种，即直译和意译。简而言之，

直译就是直接翻译，译者寻找对应词汇直接翻译

源语，而把原作中不易理解的部分和可能造成文

化冲突的部分留给译本读者，它是异化策略的一

种具体方法，一般对应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输

出；而意译就是根据意义翻译，把原著中不易理解

的部分和可能造成文化冲突的部分都解释清楚，

甚至添加注解，有时甚至删除或者改译部分内容，

它是归化策略的一种具体方法，一般对应弱势文

化向强势文化的介绍性翻译。

顺应理论下翻译方法的选择主要是动态地实

现语言语境的顺应，篇内衔接、篇际制约和线性序

列等方面的考虑都是选择翻译方法的根据。此

外，结构客体顺应和译者在顺应过程中的意识程

度两个方面也需要加以考虑。

四、《红楼梦》杨宪益译本中的

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

　 　 （一）总体翻译策略———宏观层面的选择与
顺应

作为一部“文化小说”，《红楼梦》中的很多文

化内涵都是外国人难以理解的。在杨宪益动手翻

译之前，面对这样一篇恢宏浩大的“文化小说”［８］，

他必须首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小说中的中华文

化，是应该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尽量忠实地全面

地传达给外国读者，还是为了避免文化冲击，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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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外国人难以理解的文化信息，而用他们能理

解、能接受的形象或意境来表达呢？这种思考，正

是杨宪益对自己文化立场的选择。这种宏观性选

择的重要性，显然用“方法”两个字不足以担当，而

只能是“策略”。结合上述顺应理论，在选择总体

翻译策略以实现宏观层面的顺应时译者必须要考

虑到语境关联，主要是交际语境的关联，包括社交

世界、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

从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来看，杨宪益夫妇翻译

《红楼梦》的浩大工程开始于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初，一
度中断后最终完成于 ７０年代后期。这一时期正是
中国外交冲破艰难险阻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阶段。

在当时，面对美国的敌视政策，为了争取更多的盟

友，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和权

利，毛泽东指出，对亚非拉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

动必须给以积极支持。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中国

政府积极发展同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的关系。这

种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正如张曼所说，“中国自建

国始，到 １９７０ 年代中期的外交伙伴一直是以亚非
拉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主”［９］。

此外，杨宪益夫妇的《红楼梦》翻译工作也不

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有组织、有目的的。他

们于 １９５３ 年被调到外文出版社英文版《中国文
学》杂志社工作，该刊物一度是中国文学作品“走

向世界”的唯一窗口，而所谓的“世界”，因为当时

我国和欧美世界的文化交流渠道受限，主要就是

指“亚非拉的社会主义国家”。１９６４ 年，应外文局
出版社要求，杨宪益开始翻译《红楼梦》，向外国

读者介绍中国古典文化。可见，“杨先生夫妇翻

译《红楼梦》时，中国文学更多的也是与亚非拉等

国的文学发生交流”［９］。

除了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影响，心理世界

也是影响译者宏观翻译策略选择的一个重要因

素。从译者的心理世界来说，《红楼梦》翻译工作

是上级委派的重任，这就使得杨宪益夫妇具有一

种使命感，那就是向世界介绍中国经典著作，传播

中华古典文化。既然要传播中华文化，自然不能

迎合西方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而要尽力在译作

中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一点只有异化的

翻译策略才能做到。而从读者的心理世界来分

析，想读并且愿意细读《红楼梦》这样一部鸿篇巨

制的外国读者，大多不是仅仅为了简单的猎奇，他

们对中国古典文化多半具有强烈的好奇心甚至是

仰慕之心。译者要顺应这样的读者心理，也必然

在《红楼梦》的翻译中采取异化策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杨宪益在翻译时

采用的异化翻译策略是一种文化立场的选择，是对

当时中华文化所处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一种动

态顺应，同时也是对译者自身的使命感和那些异国

读者渴望了解中国文化的心理世界的顺应。

异化的宏观翻译策略一旦选定，必定贯穿整

个文本翻译的始终。就杨译版《红楼梦》而言，不

论是小说题目或章回目录的翻译，还是文中诸多

对宗教、服饰、食物、称谓语等文化项的处理，不分

巨细，随处可见这种翻译策略的影响。作为一部

鸿篇巨制的标题，《红楼梦》这三个字无疑起到了

画龙点睛、揭示主题的作用，是透视作者创作意图

的一扇窗户。“红楼”中的“红”字，蕴含了中华民

族的色彩审美观，古代王侯贵族的住宅大门都漆

成红色来显示自己的尊贵。“红”即是“朱”，“红

楼”正是“朱门”的影射，是古时豪门大户、贵族之

家的代称，而《红楼梦》讲述的正是贾、薛、王、史

四大家族由盛而衰的“黄粱一梦”。虽然只有简

短的三个字，但“红楼梦”的内涵意义和文化背景

不容忽视，在英译过程中对这三个字的处理将会

对译文读者产生重大作用，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整

个译本精神实质的理解和把握。杨宪益、戴乃迭

把“红楼梦”译为 “Ａ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Ｒｅｄ Ｍａｎｓｉｏｎｓ”［１０］，
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冒着一定风险的，对于英语读

者来说，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异化，因为和汉语言民

族对“红色”的爱好大相径庭，在英语言文化中，

“红色”往往代表着“灾难”和“血腥”。杨宪益在

选择“ｒｅｄ”一词时，就选择了自己的文化立场———
要把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输出给世界，使英文读

者认识到中西文化间的差异，体会神秘东方的博

大深远。这种文化价值观念的输出顺应和满足了

那些真正热爱和探寻中华文化的外国读者的心理

世界，也达成了译者自己的文化使命。

作为明清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红楼梦》中

自然也映射出了当时中国的宗教现状，以儒、释、

道三家为主，既有孔孟礼教，又有佛教思想和道家

学说。例如书中无论王亲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

常把“阿弥陀佛”挂在嘴上。杨宪益将其译为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Ｇｒａｃｉｏｕｓ Ｂｕｄｄｈａ！”或是
“Ａｍｉｄａ Ｂｕｄｄｈａ！”。总体说来西方人对佛教是比
较陌生的，西方读者自然也不太熟悉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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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ｄｄｈａ”，日常生活中也不会像中国人一样将其
用作口头诵颂的佛号，表示祈祷祝福或惊叹的意

思。因此，从杨译版的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晰

地看出异化的痕迹。杨宪益并没有用英语读者习

惯的诸如 “Ｇｏｄ ｂｌｅｓｓ ｍｅ”或 “Ｇｏｄ ｂｌｅｓｓ ｍｙ ｓｏｕｌ”
之类和上帝有关的西方宗教用语来进行文化代

入，而是坚持中国文化的输出。

关于服饰，《红楼梦》中有诸多对各个阶层、

各种人物的详尽描写。第三回中王熙凤出场时的

一身装扮生动地展示了当时贵族妇女的着装风

格，是其身份和财势的象征。译本中的 “ｐｈｏｅｎｉ
ｘｅ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ｎ”、“ｃｏｉｌｅｄ ｄｒａｇｏｎ”、“ｐｅａｇｒｅｅｎ
ｔａｓｓｅｌｓ”和“ｒｅｄ ｊａｄｅ ｐｅｎｄａｎｔｓ”都是异化处理，对于
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英语读者来说，这些都是一

种文化输出，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和

服饰文化，异域风情十足，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

力，为热爱和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英文读者提

供了原汁原味的翻译版本，顺应了他们求新求异

的心理世界。

（二）具体翻译方法———微观层面的选择与

顺应

如前所述，杨译《红楼梦》在翻译策略层面选

择了异化，而这种翻译策略一旦确认，具体的翻译

方法就应该与之相适应。杨的具体翻译方法是以

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直译、意译相结合。这种翻

译方法可以从四个方面用顺应论来加以阐释。

首先，杨译本的翻译方法实现了语言语境的

顺应。语言语境的顺应需从篇内衔接、篇际制约

和线性序列等方面进行考虑。杨宪益英译本中很

多译例都是针对具体而微的语言小语境（即上下

文之间的衔接和连贯），选择直译为主，意译为辅

的翻译方法，从而成功地实现了顺应。

原文：探春登时大怒，指着王家的问道：“你

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我不过看着太

太的面上，你又有年纪，叫你一声妈妈，你就狗仗

人势，天天作耗，专管生事……”（第七十四回）

杨译：“Ｗｈｏ ｄｏ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ｙｏｕ ａｒｅ？” ｓｈｅ
ｆｕｍｅｄ，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ｏｎｅ ｆｉｎｇｅｒ ａｔ ｈｅｒ． “Ｈｏｗ ｄａｒｅ ｙｏｕ
ｐａｗ ｍｅ？Ｉｔｓ ｏｎｌｙ ｆｏｒ Ｈｅｒ Ｌａｄｙｓｈｉｐｓ ｓａｋｅ ａｎｄ ｂｅ
ｃａｕｓｅ ｙｏｕｒｅ ｏｌｄ ｔｈａｔ Ｉ ｃａｌｌ ｙｏｕ ‘ｎｕｒｓｅ，ｂｕｔ ｌｉｋｅ ａ
ｄｏｇ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ｎ ｉｔｓ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ｂａｃｋｉｎｇ ｙｏｕｒ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ｒｏｕｂｌｅ…”

此段中的“狗仗人势，天天作耗”，杨译版为

“ｌｉｋｅ ａ ｄｏｇ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ｎ ｉｔｓ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ｂａｃｋｉｎｇ ｙｏｕｒ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ｒｏｕｂｌｅ”，显然这就是译文为了“刻
意求真，通过保留原作形貌（表达方式）来保持原

作的内容与风格”［１１］，当属直译。同时，为了顺应

“狗仗人势”的语境，在翻译“你是什么东西，敢来

拉扯我的衣裳！”时，译者选择了动词 “ｐａｗ”来意
译“拉扯”，表示“用狗爪碰触”。就这样，“ｐａｗ”
和 “ｄｏｇ”遥相呼应，直译和意译巧妙配合，实现
了篇内衔接，忠实而顺达地表达了原文意思。而

原文中的“妈妈”一词，显然并不等同于现代汉语

中的“母亲”。根据原著的信息，此处的“妈妈”只

是场面上给年纪较大、较有资历的管家婆子等中

老年妇女的一种表示看重的称呼，和宝钗称呼自

己母亲的“妈妈”完全是两个概念，因此，受原著

情景因素的影响和篇际制约，杨宪益用了

“ｎｕｒｓｅ”一词意译，在英语言文化中相当于对保姆
或奶妈等仆人的称呼，符合人物的真实身份，顺应

了当时的语言语境。此外，关于语言语境中的线

性序列，杨宪益的这段译文在选择语言时根据语

篇上下文的逻辑和语义关系，对探春话语所作出

的先后安排总体上符合原文的次序，属于直译，只

是在第一、第二两个问句之间灵活插入了探春的

表情和肢体语言，使译文显得自然而不僵硬。

其次，杨译本的翻译方法实现了结构客体的

顺应。从词汇的使用习惯上看，汉语为了气势或

强调往往喜欢重复使用同一词汇，而英语则追求

形式的多样和变化因而倾向于替换，使用不同词

汇来表达同一意思。因此，《红楼梦》原著中众人

在称呼贾母时不分男女长幼、尊卑贵贱，皆重复使

用“老太太”这一称谓，杨宪益的英译本则使用了

六种不同的英文称谓来翻译同一个中文称谓语

“老太太”：“ｍｏｔｈｅｒ”、“ｇｒａｎｄｍｏｔｈｅｒ”、“ｍａｄａｍ”、
“Ｙｏｕｒ Ｌａｄｙｓｈｉｐ”、“ｔｈｅ Ｌａｄｙ Ｄｏｗａｇｅｒ”以及“ｔｈｅ
ｏｌｄ ｌａｄｙ”。这些称谓语中有直译也有意译，是杨
宪益在深谙汉英差异的基础上对目的语结构客体

所作出的主动顺应。

再次，杨译本的翻译方法体现了顺应的动态

性。如上所示，杨译《红楼梦》的具体翻译方法是

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直译、意译相结合。这种

翻译方法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动态地顺

应了具体的语言语境和结构客体特征。

最后，杨译本中翻译方法的选择体现了译者

在顺应过程中的意识突显。在具体翻译方法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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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和顺应过程中，杨宪益、戴乃迭两位译者主体意

识的突显不容忽视。两人皆浸淫中英文化数十

年，具备深厚的中文功底和精湛的英文表达水平，

更重要的是他们深谙中西文化背景差异，因此才

能准确地选择翻译方法，顺应不同的语境，用忠

实、流畅而优美的英文将《红楼梦》这部文化巨著

翻译出来，使之流传于世。

五、结语

翻译并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简单转换，而是

涉及历史文化、意识形态、译者主体性、读者对象

等诸多因素的复杂工程，借用语用学的视角来研

究翻译大有裨益，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 的顺应理论为翻译
研究提供了新的语用学研究框架，拓展了翻译研

究的视角。译者必须意识到，翻译的过程就是选

择和顺应的过程，这个过程受到交际语境、语言语

境和结构客体的制约，同时也是动态的顺应过程，

其中包含译者的顺应意识突显。在翻译实践中，

首先要发挥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提高译者的

语言把握程度，为顺应过程中的意识突显打好基

础，这样才能从总体翻译策略制定和具体翻译方

法选择这两个层面实现宏观和微观的动态顺应，

才能做到成功翻译。在翻译教学中，对学生顺应

意识的培养能使学生意识到各种语境的重要性，

并能帮助其加深对结构客体特征的认识，加强自

身的语言修养，从而最终提高其翻译水平，选择正

确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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